
 

 1 

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工市民化水平 

多维分异与影响机理分析 

——以苏州市为例 

李明哲 汪德根 蒋媛 崔靖婕 郭武鑫
1
 

（苏州大学建筑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机制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目标。

基于农民工市民化满意度调查数据，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回归方程以及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从农民工的政治

参与、经济收入、心理认同、家乡环境、居住状况以及社会融入等 6个维度构建评分系数矩阵，探究苏州市农民工

市民化水平的多维分异特征和影响机理。研究发现：①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整体处于低水平或较低水平；②苏

州市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在各个维度发展不均衡，存在着明显差异；③社会属性是农民工市民化特征的外部驱动力，

其中经济收入情况是市民化程度的基本动力，居住情况是市民化发展的基础条件，职业类型是主导因素；④个人属

性是农民工市民化特征的内部驱动力，其中年龄和市民化年限因素是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根本体现，子女因素是潜

在推动力，生活支出为非敏感因子，可以通过经济收入和职业类型与市民化程度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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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城镇建设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城乡社会空间也处于不断转型、重构的演变进程中。为了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所形

成的户籍制度，政府不再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经商
[1]
，并将城镇化列入了国家发展战略。然而，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由于文化

水平、经济差异、社会背景等因素，许多城市和地区的农民工都处于“半城市化”的水准。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指农民工在城市获取合法身份，更重要的是让农民工逐渐从身份、地位、生活逐步融入城市社会[2]。

但是从农民到市民身份的转变仍面临着许多问题[3]，如“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只能维持城乡‘两栖人’的生活

状态”等[4,5]。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若要彻底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需要科学构建评价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的指标

体系[6,7]，因此，本研究从农民工的居住状况、经济生活、社会融入、政治参与、心理认同等 6 个维度建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测度的指标体系，明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提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新时代新型城镇化战略强调“以人为本”，力图构建高质量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基于此，深度开展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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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化研究，具有凸显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助于评价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工市民化的综合发展水平，并探究其影响因素。 

1 研究设计 

1.1 案例地概况 

苏州市位于长三角中部，是江苏省南部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华东地区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之一。截至 2019 年 11 月，

在苏流动人口规模累计达 1225.8万人，日均259.9万人，流动人口已逐渐成为城市人口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省外流动人口吸

引力最强的地点位于苏州主城区边缘区域，其他区域相对较弱，在空间上呈现出以工业聚集地区为中心向外围扩散的结构。因

此，调查地点选取了苏州市城湾村作为研究案例。 

城湾村位于姑苏区与工业园区的交界处，是葑门地区规模较大、水乡村落肌理较为典型的城中村(图 1)。村内除宅基地外的

土地已于 20 世纪 90 年代被出售给国有企业，但宅基地使用权仍属原居民[8,9]。城湾村的户籍人口多为中老年人，他们与外来人

口形成房屋租赁的契约关系，除此以外在生活上联系甚少。此外，该地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全，道路狭窄、坑洼、破损严重，

路旁历史遗留违章搭建较多，占道经营现象严重，场地内近九成以上是外来务工的居民，居住情况较为稳定，具备作为研究对象

针对性与典型性的条件。 

1.2 数据采集与样本概况 

1.2.1 数据采集 

参考国内外有关文献，基于此次调查研究的需求，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感知度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农民工

个人基本特征；第二部分是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感知调查，其中包括对于市民化指标满意程度与市民化活动频数的评价。在问卷设

计的第二部分，采用了李克特量表法，将问题的答案设置为 1(非常不赞同)～5(非常赞同)5个等级指标，反映作答者关于该问题

的认同度的回复。调研团队先后 4次对于苏州市农民工进行了抽样调查，总计发放问卷 328 份，通过回收、审核共获得有效问卷

320 份，有效率达到 97.5%。调查主要采取分区分时分组等量调查法，在不同时间段，分别在不同地区对农民工进行随机调查，

以确保能够获得最全面的信息数据。 

1.2.2 样本概况 

基于调查结果，将收集的农民工样本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固定工作，工资稳定，且享有一定社会保障的人；另一类是工作

收入不固定，甚至是无业、无任何社会保障的人。以上两类人可以作为苏州市农民工的两种普遍类型，反映出苏州市农民工市民

化过程中存在的多维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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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案例地区位 

1.3 研究方法 

利用 SPSS25.0 软件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第一步，利用因子分析法对问卷中所涉及的 20 个变量进行分析。通过因子

分析检验结果可知，本研究中 KMO 值为 0.712，大于 0.7，且 P值小于 0.05，适合做因子分析。第二步，对上述结果进行主成分

分析，选取最大迭代次数 25，初步归纳出 6 个公因子，并得出各个维度的特征根、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根据结果显

示，本研究累计贡献率为 61.147%，视为可靠结论[10,11]。第三步，通过建立回归方程，求得 6个公因子的载荷矩阵，将上述14项

指标的函数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再将各项指标的平均得分与实际权重相乘，得到各项指标的平均值及全市农民工市民化综合

得分。第四步，将这 6个公因子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One-way ANOVA)，检验不同人口学特征群体是否在统计学上存在显著差

异，从而来判断农民工市民化结果的影响机理及成因[12]。 

2 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多维分异特征 

2.1 因子分析结果 

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提取 6个公因子(表 1)，其中，“您参加过当地的社区选举”“您经常就时事发表评论”和“您

参加过工会/党团组织的活动”在公因子(ζ1)上存在较大的载荷，将其命名为政治参与因子；“您对工伤保险的满意度”“您对

目前社会保障条件的满意度”和“您对目前工作条件的满意度”在公因子(ζ2)上存在较大的载荷，将其命名为经济收入公因子；

“您认为自己属于本地人”“您愿意一直生活在苏州”和“您愿意把户口迁到苏州”在公因子(ζ3)上存在较大的载荷，将其命

名为心理认同因子；“您因父母年龄大需要赡养离开苏州”和“您因家乡的回乡吸引政策离开苏州”在公因子(ζ4)上存在较大

的载荷，将其命名为家乡环境因子；“您满意目前的居住环境”“您满意目前的社区和周边环境”在公因子(ζ5)上存在较大的

载荷，将其命名为居住状况因子；“您遇到困难时寻求社会的帮助”在公因子(ζ6)上存在较大的载荷，将其命名为社会融入因

子。 

2.2 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评价 

为研究各个不同指标对于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的贡献度，对 6 个公因子得分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 6 个公因子的权重依次

为 20.90%、19.65%、16.19%、15.83%、15.12%和 12.31%，得出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评价得分的公式为： 

ZF=20.90%ζ1+19.65%ζ2+16.19%ζ3+15.83%ζ4+15.12%ζ5+12.31%ζ6 

=2.281x1+1.630x2+1.054x3+1.331x4+2.752x5+1.819x6+2.241x7+2.877x8 

+1.949x9+1.579x10+3.016x11+1.791x12+0.939x13+2.476x14 

表 1市民化因子分析结果 

感知因子 因子负荷 公因子反差比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A系数 

政治参与(ζ1)   2.597 12.780 0.241 

(1)参加工作单位的工会/党团组织的活动(x1) 0.670 0.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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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您经常在网上就社会事件、国家事务发表意见(x2) 0.692 0.548    

(3)参加过当地的社区选举(x3) 0.740 0.599    

经济收入(ζ2)   1.469 12.014 0.479 

(4)您满意目前的工作条件(x4) 0.727 0.561    

(5)您满意目前的工伤保险(x5) 0.596 0.566    

(6)您满意目前的社会保障条件(x6) 0.723 0.559    

心理认同(ζ3)   1.232 9.897 0.249 

(7)您愿意把户口迁入苏州(x7) 0.665 0.546    

(8)您认为自己属于本地人(x8) 0.600 0.497    

(9)您愿意一直生活在苏州(x9) 0.728 0.616    

家乡环境(ζ4)   1.175 9.679 0.352 

(10)您因家乡的回乡吸引政策离开苏州(x10) 0.784 0.670    

(11)您因父母年龄大需要赡养离开苏州(x11) 0.802 0.685    

居住状况(ζ5)   1.075 9.248 0.51 

(12)您满意目前的小区和周边环境(x12) 0.745 0.601    

(13)您满意目前的居住环境(x13) 0.760 0.661    

社会融入(ζ6)   1.012 7.529 0.414 

(14)遇到困难时寻求亲朋好友的帮助(x14) 0.925 0.882    

累计贡献率    61.147  

KMO 统计量    0.712  

 

表 2各项指标实际权重与综合得分 

指标 x1 x2 x3 x4 x5 x6 x7 总得分 

权重 0.066 0.083 0.064 0.087 0.083 0.083 0.090 

56.01 

综合得分 43.95 61.35 57.90 56.25 57.95 51.60 69.01 

指标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权重 0.040 0.067 0.045 0.067 0.075 0.069 0.081 



 

 5 

综合得分 42.32 50.80 60.39 66.20 63.02 57.64 45.65 

 

对保留的 14项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可以得到各个指标的实际权重，将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的各项指标的平均得分与实际

权重相乘，得出各指标平均值及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得分 56.01(表 2)，表明苏州市农民工整体市民化水平不高，还存在

许多有待提升的方面。另外，不同指标之间差距巨大，其中得分最低的指标“您认为自己属于本地人”为 42.32分，得分最高的

指标“您愿意把户口迁到苏州”为 69.01分，说明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发展水平不均衡，多维水平分异明显。 

2.3 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多维分异总体特征 

评价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整体情况，应该优先关注重要性较高的指标，即相对权重较高的指标。将归一化后得到的权

重的平均值(0.076)作为横轴，反映出被测指标的重要性；市民化的综合得分的平均值(56.01)作为纵轴，反映出被测指标的综合

得分情况。从而绘制 14个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评价指标的重要性—综合得分两个角度的四象限(图 2)。 

 

图 2重要性—综合得分四象限 

由图 2 可知，14 个被测评的指标有 3 个进入了第一象限“高度关注区”，分别是“参加过当地社区选举的频数(x3)”“对

社会保障条件的满意度(x6)”和“您是否愿意一直生活在苏州(x9)”。这些指标对于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起到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也是农民工在市民化当中所最关心的问题。在第二象限优先改进区当中，有 5个指标进入到了这一象限当中，主要集中

在“心理认同”维度和“家乡环境”维度，这充分说明了在这两个维度的市民化水平整体来说较为良好但仍然存在需要改进的

地方，农民工对于这两方面的期待程度较高。政府和社会需要增强农民工与本地社会的融入感以及为农民工提供更优惠的政策，

从而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进一步发展。 

在第三象限和第四象限中，分布了 6个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综合得分变化影响较小的指标，其中无关紧要区分布了两项指标，

隶属于“经济收入”公因子；维持优势区分布了 4项指标，主要隶属于“居住状况”公因子。这表明经济收入已经不再成为影响

农民工市民化态度的一项重要因素，而农民工的居住状况大部分都较为稳定，居住状况市民化的得分较高，也反映出在整体市民

化过程中，居住状况优先于其他维度的市民化发展的整体趋势。 

3 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多维分异影响机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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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构建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多维分异影响机理，首先，本研究选取了部分农民工的个人属性因素与个人行为

因素(表 3)。其次，并将这 7 个影响因素根据属性归类，分别从子女因素(子女性别、子女上学情况)、农民工自身因素(年龄、

市民化年限、职业类型)以及生活因素(生活支出、住房性质)案例地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运用方差分析的方法进行相关分析，以

探究这些变量对苏州市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否产生影响以及产生的影响类型。最后，结合社会属性(生活因素)和个人属性(子女因

素和农民工自身因素)双重层面，构建农民工市民化多维分异所形成的影响机理。 

3.1 子女因素的影响 

表 4子女因素对市民化水平多维分异影响感知的差异分析 

公因子 政治(ζ1) 经济(ζ2) 心理(ζ3) 家乡(ζ4) 居住(ζ5) 社会(ζ6) 

子女性别 

男孩 -0.348 -0.135 -0.206 -0.112 0.0479 0.168 

女孩 -0.201 0.381 -0.333 0.166 0-.278 0.230 

无子女 0.012 0.21 0.402 0.097 -0.089 0.045 

有一男一女 -0.383 -0.129 0.36 0.215 0.126 -0.122 

F 2.524 2.163 5.623 0.914 1.014 0.898 

Sig. 0.06 0.095 0.001* 0.436 0.388 0.444 

子女上学情况 

在苏州上学 -0.421 0.252 0.056 -0.179 0.525 0.173 

不在苏州上学 -0.225 -0.043 0.002 0.138 -0.185 0.057 

F 0.104 2.134 0.08 2.507 13.788 0.357 

Sig. 0.104 0.146 0.778 0.115 0.001* 0.551 

 

注：“*”表示 p<0.05，下同 

表 5农民工自身因素对市民化水平多维分异影响感知的差异分析 

公因子 政治(ζ1) 经济(ζ2) 心理(ζ3) 家乡(ζ4) 居住(ζ5) 社会(ζ6) 

年龄 

16～25岁 0.124 0.428 0.681 0.061 0.094 0.004 

26～40岁 -0.260 0.346 -0.027 0.108 -0.088 0.211 

41～55岁 -0.371 -0.125 -0.203 0.093 0.048 -0.254 

56～60岁 -0.396 -0.640 0.206 -0.126 -0.034 0.408 

60 岁以上 -0.202 -0.184 -0.063 0.053 -0.150 0.636 

F 2.238 4.403 2.892 0.186 0.205 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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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 0.067 0.002* 0.024* 0.945 0.935 0.015* 

市民化年限 

0～2年 -0.386 -0.151 0.143 0.354 -0.222 0.036 

3～5年 -0.063 0.112 0.171 0.250 -0.044 0.135 

6～10 年 -0.438 0.438 -0.021 0.231 0.375 0.074 

11～15年 -0.128 -0.230 -0.084 -0.115 -0.227 0.524 

15 年以上 -0.273 -0.222 -0.060 -0.227 -0.190 -0.094 

F 1.945 2.715 0.381 1.877 2.177 1.245 

Sig 0.106 0.032* 0.822 0.117 0.074 0.294 

职业类型 

工厂职工 -0.045 0.130 -1.205 1.320 -0.747 0.221 

个体经营 -0.133 1.105 -0.175 -0.059 -0.238 -0.059 

服务业 -0.131 -0.086 0.449 -0.293 0.268 0.105 

工地务工人 -0.217 -0.012 0.097 -0.021 0.139 0.126 

其他 -0.397 -0.391 -0.285 0.162 -0.301 0.031 

F -0.359 0.267 0.112 0.425 0.130 0.188 

Sig. 0.414 0.001* 0.021* 0.109 0.140 0.978 

 

子女因素中，包括子女的性别和子女上学情况。这两个影响因子对市民化水平多维分异影响感知在“心理认同”和“居住

状况”有显著性的差异表现(表 4)。没有子女的农民工在生活中会减少负担和牵挂，使他们更想长时间在苏州生活；而拥有两名

子女及其以上的农民工，生活压力会相对较大，使得这样的家庭需要更高的收入来源，而苏州市相比与农民工流出地来说工资水

平较高，因此他们也更愿意留在苏州；因此，这两类群体从心理上对市民化更加认同。从“居住状况”公因子来看，“子女在苏

州上学”得分较高，表明这类农民工为了孩子的教育和未来更想成为苏州市民，他们更愿意给子女提供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表 3市民化影响因子变量值的设定 

影响因子 定义 赋值 影响因子 定义 赋值 影响因子 定义 赋值 

子女性别 

男 1 

职业类型 

工厂职工 1 

市民化年限 

0～2年 1 

女 2 个体经营 2 3～5年 2 

没有孩子 3 服务业 3 6～10 年 3 

有男有女 4 工地务工人员 4 11～15年 4 

   其他 5 15 年以上 5 

年龄 16～25岁 1 子女上学情况 在苏州上学 1 生活支出 生活日用品 1 



 

 8 

26～40岁 2 不在苏州上学 2 医疗保健 2 

41～55岁 3 

住房性质 

自购房 2 家用电器及娱乐 3 

56～60岁 4 廉租房 3 交通及通信 4 

60 岁以上 5 移动板房 4 教育经费 5 

   亲友房 5 赡养费 6 

 

3.2 农民工自身因素的影响 

农民工自身因素包括了年龄、市民化年限和职业类型三个影响因子。表 5显示,农民工自身因素在“经济”“心理”和“社

会融入”等公因子中表现出较强的差异性，并且感知差异明显。年龄在 40岁以下的农民工在“经济状况”和“心理认同”的得

分较高，这类群体大多数为刚开始接触社会、正在创业或者工作的年轻人，他们目前不存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巨大压力，并

且认为工资水平、消费水平等决定了他们未来的生活水平，因此对经济状况因子感知明显；同时，这类人也不被束缚于“乡愁”

中，这就导致他们受到外来的拉力较小，他们更容易长期留在城市当中。 

此外，由于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往往具备更快适应新生活方式的能力，很容易融入城市生活当中，对整个城市的心理认同感更

强。另一方面来看，市民化年限在 6～10年的农民工对经济因子的影响感知得分最高，这类群体处于市民化的过渡期，在他们看

来，目前的生活水平若要提升一个新阶段，经济因素是最该考虑的问题。而15年以上的农民工往往已经拥有了较为稳定的居住

环境和工作环境，返乡的可能性往往较小，因此市民化程度达到了一个稳定的水平。 

职业类型的差异也让农民工之间的市民化程度参差不齐。其中，个体经营的农民工对经济的感知得分最高。对于个体经营商

户来说，劳动成本与回报呈正相关关系，因此经济水平越高，他们更愿意在苏州的市场经营。在心理认同这一方面，由于服务业

人群经常与苏州本地人打交道，他们的思想与文化上相互交流的频次很高，他们也更容易也更愿意融入到社会环境中去，因此更

加关注社会感知。 

3.3 生活因素的影响 

生活因素与农民工市民化有着最直接的联系，也最能够反映农民工市民化的生活现状(表 6)。受限制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

生活因素与经济收入维度的市民化有着正相关关系。一般来说，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越高，消费能力就越高，经济状况往往处于较

为良好的状态。 

农民工的住房性质直接影响着经济条件、心理认同和家乡环境等 3 个维度的市民化水平，住房条件与住宅环境的差异也能

够体现出在这三个维度的市民化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也与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呈正相关关系；此外，尽管一部分农民工的住房环境

较差，但由于家乡发展较为缓慢，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住房条件仍然优于农村，因此农民工更愿意留在苏州，这也侧面反映

了家乡政策和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的负向相关性影响。 

3.4 农民工市民化多维分异影响机理 

依据上述分析，将各维度的影响因素概括为个人属性和社会属性，构建了农民工市民化多维分异的形成机理框架，从个人属

性来看，子女因素、个人年龄、市民化年限和职业类型是形成农民工市民化多维分异的内部驱动力(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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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子女因素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最主要因素，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农民工的去留以及市民化的不同阶段的发展形态。

据调查显示，我国大中城市的农民工流动儿童已占儿童总数的30%～40%，其中 18周岁以下的农民工流动儿童占全部农民工人口

的 19.7%。而在本研究中，26～40 岁的农民工占 31.2%，这类人群正值生育高峰，因此农民工子女在整个农民工群体中是不可忽

视的一个部分。 

(2)个人年龄是农民工市民化不同阶段的差异表现。根据结果显示，农民工之间年龄跨度大，分布广，反映了农民工群体已

经划分为一代农民工和二代农民工两个基本的年龄类型。一代农民工进城较早，受教育程度较低，从事最基础的体力劳动，收入

水平与本地市民存在着一定差距，市民化水平达到了瓶颈；二代农民工往往为外地大学生，或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一代农民工的子

女，文化素质较高，能够承担一些专业技术方面的工作，与本地市民差距有所缩小，因此市民化水平增长较快，市民化发展前景

较好。 

表 6生活因素对市民化水平多维分异影响感知的差异分析 

公因子 政治(ζ1) 经济(ζ2) 心理(ζ3) 家乡(ζ4) 居住(ζ5) 社会(ζ6) 

生活支出 

生活日用品 -0.057 0.769 0.476 -0.381 -0.494 0.551 

医疗保健 -0.163 0.031 -0.705 0.356 0.455 0.391 

家用电器及娱乐 -0.023 0.903 0.173 0.252 -0.034 0.435 

交通及通信 -0.263 -0.456 -0.178 -0.122 0.156 0.201 

教育经费 -0.674 0.951 0383 0.359 0.247 -0.315 

赡养费 -0.273 1.931 0.280 -0.382 -0.732 0.005 

F 0.813 14.909 1.248 1.775 1.638 0.977 

Sig. 0.562 0.001* 0.285 0.108 0.140 0.443 

住房性质 

单位宿舍 0.527 0.191 1.141 0.121 -0.496 0.519 

自购房 -0.068 0.577 0.759 -1.007 0.621 0.120 

廉租房 -0.316 -0.090 -0.076 0.169 -0.079 0.031 

移动板房 -0059 1.238 0.557 -0.905 -0.784 1.519 

亲友房 -0.228 1.159 -0.194 -0.028 0.093 0.680 

F 1.580 2.710 2.672 3.487 1.676 1.074 

Sig. 0.169 0.022* 0.024* 0.005* 0.144 0.377 

 

(3)市民化年限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潜在体现。一般来说，市民化年限与市民化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市民化年限越长，市

民化水平往往就越高。但在一代农民工和二代农民工之间，市民化也存在着略微差异。一代农民工市民化年限较长，市民化主要

表现在经济收入和居住环境方面，满足了农民工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二代农民工虽然进城时间较短，经济基础没有一代农民工牢

固，但他们更善于融入新群体和接受新鲜事物，更加注重人际关系，因此在社会融入和心理认同维度的市民化表现要高于一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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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 

(4)作为农民工安家立业的基础，职业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先决条件。职业类型的差异决定了市民化程度的差异。劳动

型职业工作环境单一，多为流水线工作，与社会的大环境趋于隔绝状态，因此农民工缺少横向对比，市民化的心理认同感较低；

而服务型职业直接面向社会，较为复杂，会在社会融入维度有较大的提升。 

从社会属性来看，住房属性和生活属性是形成农民工市民化多维分异的外在驱动力。 

(1)住房属性对于农民工的市民化具有一定的导向性作用。一般来说，农民工有购房欲望一般具有两种决定性因素：更舒适

的居住条件和子女的上学需求。无论是由于上述何种原因，农民工都渴望能够留在城市之中，因此需要一处安身之所。在市民化

的六个维度中，经济收入市民化最先发生，而住房状况又和农民工的实际收入水平相关。因此，农民工的住房情况能够反映出其

当前整体的市民化水平。是否具有购房能力，也可以简单看作衡量农民工市民化是否完全的标准。 

 

图 3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影响机理 

(2)生活属性即农民工日常消费水平，属于非敏感因子，但这一因子能反映农民工市民化的综合特征。由于体制关系，许多

大城市的市民化都是“半市民化”状态。农民工在身份上得到了市民化，但生活上并没有真正市民化。从农民工的日常消费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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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判断，农民工是否享有与本地市民平等的医疗资源、文体资源、交通资源等一系列公共设施。同时，教育经费和长辈赡养费

两个市民化的反向拉力，促使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速度放缓。 

4 结论与讨论 

(1)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在 6 个不同维度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水平差异，亟待未来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居住环境和经济收入两个维度的市民化水平暂时领先；社会融入、心理认同和政治参与 3个维度的市民化得分偏低；家乡

环境维度的市民化作为惟一的负向指标，对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着巨大的反作用力，是市民化过程中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 

(2)社会属性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外部驱动力。农民工市民化多维差异感知分析的结果表明，住房属性对于农民工市民化起着

关键的导向性作用，也是反映一个农民工家庭市民化程度的直接表现；生活属性能够体现出农民工在整个群体中的经济地位，反

映了市民化的综合特征。 

(3)个人属性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驱动力。子女因素是农民工市民化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是市民化的潜在推动力，决定着

农民工的去留以及下一代农民工的发展情况；而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在纵向上呈现出市民化的多维分异；市民化年限是农民工

市民化的根本体现，“农一代”和“农二代”对于市民化的态度各有不同，同样导致了市民化多维分异的结果；而职业属性是农

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先决条件，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直接相关。 

本研究探究了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多维分异及其影响机理，为政府及城市规划部门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社会人口政策、更加

完善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科学依据，从而能够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多维协调发展，更加有效地提高市民化水平。农民工市

民化是我国现阶段城乡发展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对其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城市社会融合和城乡

发展的角度，开展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可以为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提供数据支持和同步监测，作为城市社会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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